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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网络舆情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过程,网络空间成为协商的重要平台,网络

舆论的非理性一直是网络是否实现了协商民主争论的焦点。以“山东非法疫苗案”为例,运用内容

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从政治过程和网络平台两个维度入手,总体把握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与公

共理性的实际情况。随着政治过程的深入和网络平台制度约束的提升,网民的公共理性有所增

加。在网络舆情事件的协商中,积极的政府回应和良好的网络平台,有利于网民公共理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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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onlinepublicopinion hasgraduallychangedthe
traditionalpoliticalprocess.Cyberspace becomesanimportantplatfor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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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和公众政

治参与的重要渠道。网络以其开放、自由、互动等

特征,促进了政治参与,扩大了对话协商。但网络

的虚拟性、匿名性容易导致网民的非理性、群体极

化等问题,引发网络舆情事件,形成“情绪式民

主”。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网

民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探讨网络协商不可回

避的问题。从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评论的内容分

析其参与的公共理性程度,探索不同政治过程阶

段、不同网络协商平台下网民公共理性的实际情

况,有助于优化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过程和提

升协商的公共理性和有效性。

一、文献回顾

1.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空间已

经成为重要的舆论场。在特定的时空内,网民对

社会公共事务的舆论表达迅速集聚进而形成网络

舆情事件。与传统舆论传播渠道相比,网络提供

了一种双向的交互式的平台[1]。公众与政府可以

透过网络创造新的互动空间,进行沟通协商,以实

施民主的理念[2]。舆情表达与协商民主的精髓高

度契合[3],网络被视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的平台[4]。
网络舆论通过政治输入使公众诉求进入政治过

程,政府进行回应并产生决策输出,二者在网络公

共领域中不断互动[5]。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一
些长期没有解决的公共问题得以纳入政策议程,
同时网络舆论也给政策备选方案及其完善提供了

更多参考意见[6],促进了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

性[7]。公众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协商影响了政治权

力的运行过程[8]。从政治体系和政府过程看,舆
情表达反映的信息和氛围贯穿于政治过程,协商

民主提供了解决这些诉求的决策方式,二者的关

系可以抽象为信息、环境与决策的关系[9]。当前,
学界关于网络舆情中协商对网络议程设置和公共

决策的重要作用已经形成普遍共识,并形成了较

多理论和定性研究,但对于实践和定量的研究相

对不足,缺乏对于整个政治过程及网络协商自身

的研究,研究不同政治过程阶段网络协商的具体

情况,有利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增强协商的实

效性。

2.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理性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理性一直是网络是否

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实现了协商民主理想的争

议焦点。公共协商诉诸公共理性,没有公共理性

的指导约束就难以展开协商讨论,难以实现民主

理想[10]。公共理性存在于理性协商情况下公民

理性对话的共识之中[11]。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

并非基于理性和事实出发,网络对话协商是非常

困难的[12]。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可能导致舆

论的情绪化、过激化[13]。网民们不成熟、非理性

的言论可能出现“群体极化”,导致“多数人的暴

政”[14]。网络舆情事件主要归因于非理性网络舆

论,一旦这种非理性的情绪表达愈演愈烈,就会影

响政府的判断和决策[15]。因此,网络空间并非理

想的公共领域,对网民非理性及情绪化的表达需

要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16]。也有学者认为,网

络协商使公众了解了更全面的信息,偏好发生了

转移[17],网络舆论在群体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经

过博弈逐渐呈理性趋向[18]。政府对舆论的引导

不能通过压制来实现,而应通过平等对话达成政

府与公众之间的共识,明确公共事务的公共利益

之所在[19]。目前,关于网络协商的争议仍然存

在,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网络舆情事件的非理性

及其治理,对于公共理性的研究相对不足。个体

的理性或者非理性并不等同于公共理性,要解决

争议还应从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出发,科学衡量

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理性,通过定量分析明晰

网络协商中公共理性的状况,进而采取正确的

策略。

二、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个政治过程出发,
选择不同的网络协商平台进行定量研究,从总体

上把握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的公共理性情况,分
析不同政治过程阶段以及不同制度约束的平台中

网民协商的公共理性变化及差异情况。

2.研究框架

鉴于以上问题,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

网络政治过程中协商与公共理性的分析框架(见
图1),据此对不同政治过程阶段和不同网络平台

中的协商与公共理性展开立体全方位的比较

研究。
时间上,舆情表达是政治过程的第一个阶段,

政治需求的产生和提出意味着政治过程的开始。

661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



公众在网络平台进行对话协商,形成初步共识,网
络舆论的集聚使之进入公众、媒体议程,实现了议

程的自我设置。政府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作出回

应,启动政策议程,此时的协商共识能为政府决策

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和备选方案,进而促进决策

结果下的共识,形成决策输出。网络协商与公共

理性伴随着整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协

商是否具有公共理性,是形成了理性共识,还是走

向了群体极化,随着政治过程的深入情况是否发

生了变化,公众媒体议程、政策议程以及决策输出

的不同阶段构成了研究的时间轴。

图1 网络政治过程中的协商与公共理性

  空间上,网络平台给予网民自由讨论空间的

同时,也受到网络技术和制度的约束。网络技术

决定了网民互动的方式,微博、微信等即时传播工

具的出现实现了信息即时性、交互性的传播。制

度约束着网民的言论和行为,由规范、规制和认知

三个部分组成[20]。虽然当前环境下,不同网络平

台舆论表达的规制和规范并无明显不同,但在认

知要素上却存在较多差异。长期存在的价值理

念、习惯等认知要素为人的行为提供了意义框架。
认知制度框架下,基于线下传统渠道的认知,公众

会认为政府官方平台(政府自身网络平台,如部门

网站、官方微博等)更加正式、具有较强的制度约

束,非官方媒体平台(不具有官方背景的一般网络

平台,如头条新闻)相对宽松自由,而官方媒体平

台(具有管办背景的媒体平台,如人民日报)制度

约束介于二者之间。比较认知制度框架下不同网

络平台中协商与公共理性是否存在差异,制度约

束和相对宽松自由的网络平台哪种更能推动理性

协商,构成了研究的空间轴。

3.研究样本

选取2016年社会影响较大的网络舆情事件

“山东非法疫苗案”作为研究对象。该事件网民的

关注和参与度高,舆情事件比较典型。一方面,该
事件的政治过程完整,从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
并带来了最终的决策输出,网络协商贯穿于整个

政治过程。另一方面,该事件的协商平台全面,各
个平台都有参与,关键词集中便于全面地收集样

本。为了便于分析,研究摘录相关网络协商平台

每个阶段博文的所有评论作为分析数据。
根据“新浪舆情通”对“山东非法疫苗案”的微

博分析,头条新闻、人民日报与公安部打四黑除四

害微博平台在意见领袖排名、核心传播媒体排名

和核心传播机构中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具有代表

性。头条新闻是新浪新闻中心24小时播报全球

重大新闻微博平台,粉丝5174万,属于非官方媒

体平台。人民日报是《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粉丝

5123万,属于官方媒体平台。公安部打四黑除四

害是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

办公室官方微博,粉丝2959万,属于政府官方平

台。选取这三个网络平台,对其博文评论进行

分析。
根据“山东非法疫苗案”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事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3月18日至

22日),案件信息通报和各方政府协助调查阶段;
第二阶段(3月23日至28日),案件通报、最高人

民检察院立案和责任单位处理阶段;第三阶段

(3月29日至4月14日),国务院组成特别调查

组及疫苗管理规定的出台和责任人的处理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政治过程中的公众议程阶

段、政策议程阶段和决策输出阶段。

4.研究方法

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从总体上把

握网络舆情事件中协商与公共理性的实际情况。
协商民主强调公共决策需要通过自由、平等的公

民之间对话、讨论的协商过程达成共识。在协商

的过程中,公民就共同关心的议题,通过讲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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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自己的主张说明理由进行辩护,运用理智

审慎地评判其他观点,以促进偏好的转移、解决分

歧、达成共同接受的合理方案[21]。作为协商民主

的核心所在,公共理性是在公共事务的协商中体

现出的论辩理性,它不依靠外在的权威,而是在对

话沟通中达成共享的理念[22]。协商民主是一种

对话民主,公共理性在协商对话中得以体现。网

络舆情事件中,网民就相关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反
复讨论,逐渐形成具有一定共识的公共意见,将言

论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影响决策输出。语言文本

作为网络舆论的主要呈现形式,能够反映网民讨

论的社会心态和思维认知状态。因此,运用内容

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网络评论进行分析可以有

效测量网络协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以个体理性为基础,就公共问题进

行讨论协商,寻求互惠共识[23]。一方面,通过网

络评论中理性词、情绪词及其比例,衡量网民的个

体理性。个体理性是公共理性得以达成的前提,
要求参与讨论协商的主体能够就讨论的问题提出

观点并论证其理由,审慎、客观地对待其他观点,
言论具有逻辑推理关系而非情绪化的宣泄。理性

词如因果词和洞察词的使用可以反映人们对事物

认识的逻辑推理和评判过程,情绪词的使用可以

反映人们的心理情绪变化和感性程度。二者的运

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讨论的理性情况。另一

方面,通过网民评论中应和词、否定词及其比例衡

量协商讨论的共识情况。个体理性是多元化的,
处于不同利益、不同背景和环境的人们,都有自己

的推演逻辑。公共理性在于寻找多元理性的交融

点,形成共识。公共理性的“公共”即公共领域,公
众就公共问题进行交流、讨论以实现公共的善。
公共理性是所有公共事务参与者的理性共识[24]。
应和词和否定词体现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认可与

否,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看法的一致性即共识

情况。
应用中科院心理所计算机网络心理实验室研

发的TextMind软件和正体中文C-LIWC词库进

行内容和文本分析。TextMind软件是目前广泛

应用的中文文本语言分析系统,其词库、文字等处

理针对简体中文语境,词库分类体系与C-LIWC
兼容一致。C-LIWC词库可以针对文本内容进行

量化分析,包括总词数、每句词数等一般性描述,
情感词、因果词、认知词等心理特性描述,应和词

否定词等副语言学分析等,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

三、研究过程

1.研究样本的总体情况分析

根据新浪舆情通关于“山东非法疫苗案”的微

博分析整个事件的爆发点是2016年3月22日。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网民的关注经过2016年3月

18日之后的发酵,在22日达到顶峰,之后逐渐消

退。这说明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具有明显的时

效性,网民参与缺乏持续性。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每篇博文平均评论数统

计结果显示,以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为代表的政

府官方平台篇均评论数最少(259次),以人民日

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平台次之(900.2次),以头

条新闻为代表的非官方媒体平台最多(1826.4
次)。即便考虑到三个微博粉丝数的差异,也可以

说明网民更愿意参加非官方媒体平台的网络评

论。在公众议程阶段,非官方、官方媒体和政府官

方平 台 微 博 评 论 数 分 别 为2193.2、1453和

342.5。非官方媒体平台的参与积极性远高于政府

官方平台和官方媒体平台。政策议程阶段,非官

方、官方媒体和政府官方平台微博评论数分别为

2390.1、1130.2和243,非官方媒体平台评论数

有一定增长,而另外两个平台都发生了减少。决

策形成阶段,非官方、官方媒体和政府官方平台微

博评论数分别为258.8、71.2和108,公众对事件

的关注度急剧减少,政府官方平台和非官方媒体

平台的评论数高于官方媒体平台。从网民参与评

论的数据可以看出,网民参与的积极性随着时间

逐渐消退。在制度框架相对宽松自由的非官方媒

体平台中网民的参与积极性高于政府官方平台和

官方媒体平台。事件进入政策议程后,网民的参

与积极性在政府官方平台和非官方媒体平台表现

出了一定的持续性。
在每句评论的平均词数上,人民日报微博平

台的评论相对较长为17.55,公安部打四黑除四

害微博平台的评论最短为13.79,头条新闻报微

博平台的评论长度居中为16.34。可以看出,网
民在政府官方平台的发言数量较少且长度也较

短。在官方媒体平台虽然评论的总词数不及非官

方媒体平台,但每句平均词数更多,评论较长,表
达的内容更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民在不

同制度框架平台上的参与度具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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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网络协商平台上网民的公共理性

分析

网络的开放性、平等性实现了协商的广泛参

与,但网民在参与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化

表达,在不同平台网络参与主体通常表现出不同

的理性,见表1。

表1 不同平台网民的公共理性对比情况①

微博平台 情绪词占比 理性词占比 理性词/情绪词 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应和词/否定词 每句词数

头条新闻     0.0484 0.2698 5.5737 0.7492 30.1765 16.34
人民日报     0.0408 0.2795 6.8427 0.7571 29.2590 17.55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0.0486 0.2508 5.1665 0.7016 24.0731 13.79

  ① 表中情绪词包括脏话(如去你的、智障),焦虑词(如不安、挣扎),生气词(如可恶、抱怨),悲伤词(如心痛、沮丧)等,理性词包括

洞察词(如了解、体会),因果词(如引起、使得),差距词(如不足、期待),认知历程词(如理解、质疑),相对词(如相比、达到)等,
正面情绪(如信心、满足),负面情绪(如担忧、猜疑),应和词(如厉害,了解),否定词(如不要、没有)等。参见:「语文探索与字词

计算」词典之建立,中华心理学刊2012年第2期185 201页。

  从表1中情绪词的比例来看,非官方媒体平

台和政府官方平台评论的情绪词相对较多,如网

民“乌衣过客”在非官方媒体平台评论“两个人? 5
年? 5.7亿! 真尼玛刷新我的常识”,网民“善良

才有福报”在政府官方平台评论“贩卖可耻,购买

更不要脸,……应该重罚,认定为杀人凶手”。而

官方媒体平台评论的情绪词占比相对较少,比其

他两个平台的比例少16%左右,说明网民在官方

媒体评论时的情绪较为平和、稳定。
从表1中理性词的比例来看,公安部打四黑

除四害平台评论的理性词占比较少,其他两个平

台评论的理性词比例比其多7.6%和11.4%。从

理性词与情绪词的比例来看,官方媒体平台比政

府官 方 平 台 以 及 非 官 方 媒 体 平 台 分 别 高 出

32.4%和22.8%,且评论中每句词数和正面情绪

表达较多。这说明官方媒体平台的讨论质量相对

较高,一方面体现在网民的发言语句较长,有较深

入的思考,另一方面体现在较理性的探讨方式和

积极的正面情绪,如网民“鹤鸣话语”在人民日报

微博平台评论“食药监局日常重点监管的应该是

医院及防疫注射单位,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唯一的

批进货渠道,特别要定期对疫苗存放及使用情况

监管,……要建立严肃的问责制度!”
从表1中应和词和否定词的比例来看,非官

方媒体平台表现出了较强的共识性,如在其评论

中“有毒、杀人、彻查、严惩”等词语频繁出现。结

合情绪词和理性词的分析可以看出非官方媒体平

台上主要是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并得到多数网民

的支持和应和,容易走向群体极化。而随着平台

的制度约束提升,网民讨论逐步趋于理性。但结

合评论数,可以发现随着平台的制度约束提升,参
与主体也逐渐减少。

3.不同政治过程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不同政治过程阶段政府对事件作出不同的回

应,也是协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公众议程阶段,主
要是政府对事件的一般信息发布,通报事件情况。
在政策议程阶段,政府进行了立案调查,开启政策过

程。在决策输出阶段,国务院成立了调查组,对立案

调查的责任进行处理,并出台了相关政策。
(1)公众议程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在事件信息发布初期,网民更多地会通过制

度内平台进行情绪发泄和思想表达,希望引起政

府的关注和回应,而非官方媒体情绪化表达要小

于制度内平台。从表2中情绪词的比例可以看

出,官方媒体平台情绪词的比例较非官方媒体平

台高出7.9%,政府官方平台较非官方媒体平台

高出14%左右,随着制度约束的提升情绪化表达

逐渐增多。

表2 公众议程阶段不同平台网民的公共理性对比情况

微博平台 情绪词占比 理性词占比 理性词/情绪词 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应和词/否定词 每句词数

头条新闻     0.0509 0.3565 7.0057 32.2100 0.7219 14.726
人民日报     0.0549 0.3545 6.4587 19.0909 0.7742 14.822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0.0580 0.3301 5.6906 25.6400 0.5907 12.190

  从表2中理性词的比例来看,在事件信息发

布初期非官方媒体平台、官方媒体平台相差很小,
政府官方平台评论的理性词比例较其他两个平台

低7.4%和6.9%。这说明在公众议程阶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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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约束越强网民理性越差。从理性词/情绪

词的比例关系来看,非官方媒体平台评论的理性

较好,共识度较高,政府官方平台评论的理性较

差、负面情绪较强,观点缺乏一致性。官方媒体平

台的评论表现中等,但正面情绪较强。结合评论

的每句词数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网民表达主要是

情绪的宣泄,以寻求官方的回应,希望政府重视并

处理事件。
这一阶段,网民围绕“山东非法疫苗案”进行

了热烈的讨论,表达了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其中有

愤怒、担心,也有冷静的思考,但基本指向一个共

识即希望政府对事件予以处理。如人民日报微博

平台网民“越越宝贝成长点滴”评论“想知道流到

哪里了”,网民“vickyYmiko”评论“能不能给大家

讲清楚这些毒疫苗是怎么回事,有哪些批号”。
(2)政策议程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事件进入我国中

央政府的立案侦察阶段,开始对事件进行实质性

的处理和政策过程阶段。这一阶段,官方媒体平

台和政府官方平台的情绪化表达迅速减少,情绪

词比 例 比 非 官 方 媒 体 平 台 分 别 低 16.4% 和

37.0%,而非官方媒体平台的情绪化表达则表现

出一个稳定状态,见表3。

表3 政策议程阶段不同平台网民的公共理性对比情况

微博平台 情绪词占比 理性词占比 理性词/情绪词 应和词/否定词 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每句词数

头条新闻     0.0487 0.3631 7.4620 30.2650 0.7450 16.54
人民日报     0.0407 0.3714 9.1235 29.5448 0.7420 17.68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0.0307 0.3646 11.8775 20.0770 1.0000 20.64

  从表3中理性词与情绪词的比例来看,政府

官方平台表现出了较好的理性,比非官方媒体平

台和官方媒体平台分别高出59.2%和30.2%。
政府开启政策议程之后,网民对政府官方平台的

信息发布也给予了较好的回应,表现出对政府的

信任。这一阶段,两个媒体平台表现出了一定的

相似性,而政府官方平台表现出了协商的积极态

度和理性表达,其评论较长、阐述体现了一定的逻

辑性和正面情绪,但一致性较差,共识度上与其他

平台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这一阶段网民主要围绕事件的处理展开讨

论,焦点集中于事件的责任归属,如公安部打黑除

四害微博平台网民“KGB高级特工”评论“都几天

了,现在才出来说话。警察都是等打完架才来的

……”,网民“西岩道人”回复@“KGB高级特工”:
“监管不是警察的职责,正是药监这些部门监管不

到位才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3)决策输出阶段网民的公共理性分析

事件进入决策输出阶段,三个平台的情绪化

表达随着平台的制度约束提升逐渐降低,见表4。
这说明在政府处理责任人和决策形成的过程中政

府官方平台的协商日趋平和、理性,而其他两个平

台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化表达。

表4 决策输出阶段不同平台网民的公共理性对比情况

微博平台 情绪词占比 理性词占比 理性词/情绪词 应和词/否定词 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每句词数

头条新闻     0.0358 0.3534 9.8619 24.7778 0.9630 15.88
人民日报     0.0338 0.3716 11.0000 32.8751 1.4149 16.05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0.0303 0.3229 10.6481 28.3332 1.0286 14.02

  从表4中理性词的比例上看,官方媒体平台

表现出了较强的理性,其他两个平台相对较差。
从平台对比中可以看出政府开始对责任人进行追

责和出台相关政策时,官方媒体平台表现出了较

好的公共理性。一方面,在官方媒体平台的理性

词占比较高,反映出较强的理性。另一方面,网民

正面情绪词和应和词占比较高,反映出较强正面

情绪及共识。结合评论的每句词数可以看出,网

民在官方媒体平台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反映

了较好的参与度,官方媒体平台成为网民主要的

协商平台。
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事件处理结果

的看法,虽然网民对于政府的处理表示出了不同

的看法,有网民认为“处罚太轻”,有网民认为“大
快人心”,但总体上呈现了相对正向和理性的评

论,如人民日报微博平台网民“怀歌蜗牛”评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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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漂亮”,网民“庸君cc”评论“总理亲自抓! 请相

信绝对到位!”

4.网民的公共理性总体分析

将政治过程的时间维度和网络平台的空间维

度结合,对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的公共理性进行

立体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不同政治过程阶段中网

民在不同网络平台表现出了不同的公共理性,如
表5所示。

表5 不同平台网民的公共理性前后变化情况

微博平台

理性词/情绪词

公众
议程
阶段

政策
议程
阶段

决策
输出
阶段

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公众
议程
阶段

政策
议程
阶段

决策
输出
阶段

每句词数

公众
议程
阶段

政策
议程
阶段

决策
输出
阶段

应和词/否定词

公众
议程
阶段

政策
议程
阶段

决策
输出
阶段

头条新闻     7.006 7.462 9.862 0.722 0.745 0.963 14.72616.54815.883 32.21030.26524.777
人民日报     6.459 9.12411.000 0.774 0.742 1.415 14.82117.68416.059 19.09029.54432.875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5.69111.87710.648 0.591 1.000 1.029 12.19020.64214.024 25.64020.07728.333

  从表5中理性词/情绪词可以看出,随着事件

的深入发展以及政府的不断回应,在时间分布上,
三个平台理性词的占比不断上升,最终阶段分别

比最初阶段高了40.7%、70.3%和87.1%,网民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意愿表达也从开始的宣泄慢慢

变为理性思考,体现出网民对政府的期待和信任。
结合每句词数可以看出,网民在不同平台讨论时

的思考程度,官方媒体平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都

表现出网民的较为深度的参与,政府官方平台在

政策议程阶段表现出较强的网民参与,网民在政

府官方平台更容易进行事件内容的深度探讨。而

非官方媒体平台的情况变化并不明显。这表明非

官方媒体平台的深度参与较少,网民更多地是简

单的情绪表达,缺乏深入的思考,没有用全面的评

论表达自己的诉求。随着事件的不断深入,网民

正面情绪不断增强。这说明网络舆论在事件的处

理过程中并非走向群体极化,而是随着政府的回

应和事件的处理,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政治信任感

有所加强。这在政府官方平台表现最为明显,在
公众议程阶段,负面情绪比例较高,而随着事件的

处理,正面情绪明显增加,呈现了良好的发展

态势。
从表5中应和词/否定词可以看出,非官方媒

体平台的协商一致性越来越差,结合前面对于情

绪、理性的分析可以发现非官方媒体平台主要是

网民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在相对宽松的制度框架

内,事件爆发初期容易走向群体极化,而随着事件

的不断深入,网民的理性有所增强,正负面情绪开

始夹杂在一起,从而一致性也表现出从强转弱。
在官方媒体平台,网民保持相对较好的理性和情

绪,从最初的多元看法,经过沟通协商过程逐渐形

成了趋于一致的共识。而在政府官方平台,从公

众议程阶段更多情绪化、非理性的表达期待引起

政府的重视和回应,共识度较高,随着事件的处理

意见逐渐多元,但一致性高于非官方媒体平台。

四、结论与反思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公共协商的

重要平台。网络舆情作为网络民意的集中反映起

到了连接公民与政治系统的作用。网络舆情表达

构成的非正式协商,能否形成公共舆论,开启政策

议程,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输出,其关键在于这种

讨论协商中是否通过理性对话达成共识,即是否

具有公共理性。围绕协商及公共理性的核心概

念,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山东非法

疫苗案”的网络评论进行定量研究发现,随着政治

过程的深入,网民的公共理性逐渐增加而非走向

极化。在时间维度上,公众议程阶段网民更多地

进行情绪化表达、理性不足。而随着政治过程的

深入网民表达从最初的发泄情绪转向理性思考,
特别是政策议程开启,政府的回应和对事件的处

理,引导和促进了公共理性的形成。决策输出阶

段,网民的正面情绪和理性共识明显提升。在空

间维度上,基于网民对三种平台的不同认知制度

框架,协商平台中制度约束作用明显。在非官方

平台中,网民在整个协商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较强

的情绪化、理性不足。在官方平台中,事件初期网

民也带有一定的情绪化,随着事件进入政策议程

逐渐趋于理性,但后期网民的参与相对不足。在

官方媒体平台中,网民则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参

与和公共理性情况。综上所述,随着政治过程的

发展,网民可以通过对话协商逐渐形成理性共识,
使网络舆情表达更具公共理性。其中政府积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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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回应和政策议程的开启是促进公共理性的关

键因素,而要维持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实现协商的

公共理性,需要在宽松自由和制度约束之间寻找

平衡,构筑良好的网络协商平台。
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

商只是网络协商的一个方面,本文亦是单案例研

究,其他网络协商中公共理性状况分析需要更详

实的数据、更深入的研究。研究着眼于对网络舆

情事件中协商与公共理性的描述性推论,而对于

这一过程中政府回应及不同制度框架对网民公共

理性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理未作出具体分析,尚
待进一步深化。研究采用的内容和文本分析方

法,虽然是比较普遍的舆情分析方法,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协商的公共理性情况。但仅对语言文

本的词语分析不能完全反映字面之外的深意,且
研究是以评论的整体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

个体网民理性变化的考察,难以判断其偏好是否

在持续的协商中发生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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